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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的欧佩克政策：
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阐释

李坤泽

摘　 　 要: 沙特阿拉伯是欧佩克的主导国家,其相关政策对欧佩克的

发展方向具有重大影响。 本文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考察 2008 年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对沙特欧佩克政策调整的影响,
认为沙特主动改变欧佩克权力格局、推动建立“欧佩克+”的根本动力来

自确保本国原油收入最大化的诉求。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全球能源经

济格局和世界主要产油国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较大变化,欧佩克已经

无法全面维护沙特和其他欧佩克成员国的原油出口利益,外生条件变

化促使沙特调整国内石油政策,弥合欧佩克内部分歧,加强与俄罗斯等

非欧佩克产油国的政策协调,推动建立“欧佩克+”机制,并多次达成减

产协议,实现了“减产保价”的目标,以此减轻外生条件变化对原油出口

利益的影响。 未来,无论是正在加速转型的全球能源格局,还是“欧佩

克+”成员国间并不牢固的合作关系,都使“欧佩克+”的前景面临诸多不

确定性。 随着外部条件的持续变化,沙特或进一步调整其欧佩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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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 年 9 月,以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产油国为打破以“石油七姐

妹” ①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大型跨国石油公司的垄断地位,建立了旨在维护产油国

石油利益的石油输出国组织(以下简称“欧佩克”)。 1973 年石油危机中,欧佩克

首次展示出单方面设定原油价格的能力,改变了产油国与欧美跨国石油公司的

力量对比。② 此后,欧佩克一直以成员国雄厚的石油储量、产量和出口量为依托,
通过调节成员国原油产量来影响全球油价,被认为是全球石油市场的卡特尔组

织,③其中,石油储量与综合国力均较为雄厚的沙特长期扮演欧佩克主导国的角

色。 2016 年以来,国际原油供应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欧佩克成员国和以俄罗斯为

首的 11 个非欧佩克产油国签署《石油生产国合作宪章》 ( Charter
 

of
 

Cooperation
 

Between
 

Oil
 

Producing
 

Countries,COC),标志着“欧佩克+”机制的正式建立。 这

一机制突破以往的临时性合作,转向更加稳定的长效合作框架。 2017 年后,欧佩

克成员国的原油产量调整大多来自“欧佩克+”联合部长级监督委员会会议的决

定,甚至优先于欧佩克的配额调整,④特别是 2020 年减产额高达 970 万桶 / 日的

“历史性减产”正是由“欧佩克+”成员国共同推出,表明“欧佩克+”已基本取代欧

佩克的地位。 在欧佩克到“欧佩克+”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欧佩克主导国沙特的态

度与政策尤其重要。 本文尝试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视角出发,为沙特主动推

动“欧佩克+”机制建立的动因和过程做出解释。
对于“欧佩克+”机制的形成,学界普遍认为这是北美“页岩革命”后主要产

油国能源权力相对下降,不得不采取更加紧密的合作策略来提升产量调节有效

性的结果。⑤ 现有研究受制于“欧佩克+”机制成立时间较短,对于沙特欧佩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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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七姐妹”(Seven
 

Sisters)是指 20 世纪前半叶,由七家国际石油巨头共同组成的石油

卡特尔组织。 它们通过联合开发中东地区油田、交叉持股、相互合并等方式,组建了庞大的石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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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调整对“欧佩克+”机制建立影响的解释相对较少。 作为欧佩克最具影响力的

领导者,沙特在欧佩克中的地位至关重要。 现有研究大多将沙特在欧佩克中的

角色及其欧佩克政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形成了三类观点:第一,有学者将沙特

看作欧佩克多个群体之一的代表,认为沙特是欧佩克“鸽派”或“勤俭者”(Saver)
国家的代表。① 第二,很多研究认为沙特是欧佩克最为重要的机动产油国(Swing

 

Producer),沙特的产量调节能力是沙特主导地位的主要来源;②但也有学者指出,
沙特的地位存在复杂性,沙特有时也会改变其角色定位。③ 第三,有研究考察了

政治因素对沙特欧佩克政策的影响,认为沙特的欧佩克政策是政治经济因素共

同作用的结果,但这两种目标往往并不冲突。④

综上可知,学界普遍承认沙特一直都是欧佩克的主导性力量。 但具体的观

点仍存在分歧,不同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说明沙特的石油政策处

在不断的调适之中,不能用一成不变的静态模型解释。 虽然政治因素也是影响

沙特政策变量之一,但大多数研究承认,沙特仍将以保证石油出口收入为主的经

济目标作为石油政策的主要考量,而经济目标与政治目标往往并无冲突。
上述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启发。 近年来,沙特支持推动

建立“欧佩克+”是其石油政策的重大调整,沙特主动联合以俄罗斯为首的非欧佩

克产油国,使“欧佩克+”成员国数达到原欧佩克的近两倍,这在相当程度上削弱

了沙特的主导地位。 沙特为何会主动改变欧佩克业已持续半个多世纪的权力格

局? 如何更好地解释这一重大政策转变? 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

义。 深入这些问题,有利于加深学界对沙特石油政策的理解,对更好维护中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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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主要能源出口大国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

一、 研究框架: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模型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最早出现在制度经济学研究中。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

斯·C. 诺思(Douglass
 

C.
 

North)、兰斯·E. 戴维斯(Lance
 

E.
 

Davis)、罗伯特·
P. 汤玛斯 ( Robert

 

P.
 

Thomus) 等人延续了约瑟夫 · A. 熊彼特 ( Joseph
 

A.
 

Schumpeter)的创新理论研究,基于经济学“理性人”假设,提出了一套用于解释

制度变迁的理论。 该理论认为,试图最大限度获得潜在利益的愿望是推动制度

变迁的动因。 当外部条件发生变化打破这种初始状态的均衡时,制度安排就会

发生变迁以达成新的均衡。① 这一理论模型中最重要的自变量是外生条件,外生

条件变化改变了行为体对经济利益的期望,从而引起主要行为体自发推动制度

变迁的进程。 这一套理论对美国的国内经济制度变迁做出了较好的解释。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深受制度经济学的影响,在方法论上具有三大特征:方法

论个人主义、理性人假设和将政治过程视为交易过程。② 它将行为体假定为追求

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理性选择主义者倾向于将政治视为一系列集体行动的困

境,将政治过程视为一种交易的过程。 阿夫纳·格雷夫( Avner
  

Greif)与克里斯

托弗·金斯顿(Christopher
  

Kingston)进一步提出,对制度变迁影响最大的因素有

二:从主观角度看,意识到或希望通过制度变迁受益的群体通过集体行动来主动

谋求制度变迁;从客观角度看,制度受到外生冲击或内源变化而不再自我履约时

会出现“制度非均衡”,为恢复制度均衡而发生制度变迁。③

具体来说,外生条件的变化势必会产生新的外部性。 对能源治理制度影响

较大的常见外生条件包括外部能源结构、能源市场和地缘政治条件等,这些外生

条件的变化将打破原有的能源治理制度的供需平衡。 为获取正外部性带来的潜

在经济效益,或减轻负外部性带来的经济损失,制度中的行为体选择主动推动制

度变迁,以期实现制度供需平衡,满足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目标(见图 1)。 虽然国

际制度中的各个行为体都有能力感知外部性对经济效益的影响,但只有制度中

·69·

①

②

③

 

[美]兰斯·E. 戴维斯、[美]道格拉斯·C.
 

诺思:《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张志华

译,上海:格致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39 页。

 

高春芽:《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方法创新与理论演进》,载《理论与改革》2012 年第 1 期,第
6 页。

 

Avner
 

Greif
 

and
 

Christopher
 

Kingston,
 

“ Institutions:
 

Rules
 

or
 

Equilibria?,”
 

in
 

Norman
 

Schofield
 

and
 

Gonzalo
 

Caballero,
 

eds.,
 

Political
 

Economy
 

of
 

Institutions,
 

Democracy
 

and
 

Voting,
 

Berlin:
 

Springer,
 

2011,
 

p.
 

39.



沙特阿拉伯的欧佩克政策: 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阐释

拥有较强实力和话语权的主要行为体才有足够的能力去推动制度变迁,而其他

行为体只有在获得制度中主要行为体支持的情况下,才可能改变现有的制度安

排。 因此,制度中主要行为体的意愿是制度变迁的决定性因素。

图 1　 外生条件引发制度变迁的理性选择模型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有关文献资料自制。

本文认为,沙特愿意建立“欧佩克+”机制,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分享

权力,原因在于外部条件剧烈变化带来了巨大消极影响,导致在旧的欧佩克制度

下,沙特的石油出口利益受损。 为弥补这种经济损失,沙特主动选择推动建立

“欧佩克+”机制,改变欧佩克的权力格局。 沙特对于对于原油出口利益最大化目

标的追求,是沙特主动推动欧佩克走向“欧佩克+”机制的主要动力。 而沙特作为

欧佩克主导国的地位也决定了沙特有能力推动欧佩克的制度变迁,即建立“欧佩

克+”机制。
不可否认,欧佩克建立之初有着一定的政治目的,包括国有化与后发国家的

经济去殖民化情结等。① 但随着这些目标相继实现,1973 年以后,欧佩克再未主

动发起过以政治目标为主的“石油禁运”行动,也证明了欧佩克的政治色彩已经

明显淡化,变成了一个更加纯粹地追求经济目标的组织。 总的来看,作为一个具

有卡特尔特征的组织,欧佩克的成立主要还是为了从西方国家和欧美跨国石油

巨头手中争夺原油定价权,维护成员国的石油出口利益。 更重要的是,在沙特等

原油出口国,原油出口利益支配着国家的经济活动,原油出口利益最大化是保证

政治与社会稳定的最大依托,没有一位领导人能够将政治目标和原油出口利益

最大化的经济目标剥离开来,因而经济理性可以作为沙特政策转向的主要依据,
并且能够对沙特政策调整的过程做出有力的解释。 因此,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角度讨论欧佩克及其主导国沙特的石油政策,具有较强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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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影响沙特阿拉伯欧佩克政策的外生条件变化

对沙特阿拉伯和欧佩克来说,2008 年金融危机是一个分水岭。 2008 年之前,
欧佩克总体上仍发挥着国际石油市场稳定器的作用,沙特也能很好地胜任欧佩

克主导国的角色。 2008 年金融危机引发油价剧烈波动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

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外生条件的变化对沙特和欧佩克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促使沙

特开启了政策转变。
(一) 全球化石能源供需格局发生变化

石油被称为“工业的血液”,现代工业以石油为基础,各国石油需求弹性较

低。 石油资源在地理分布上的极端不均衡也让少数储量丰富的国家拥有了远超

过其综合国力的“油权”,它们组成的欧佩克更成为国际原油市场的主导力量。
然而,近年来这些国家自然禀赋带来的优势正在被其他产油国的产量扩张和替

代能源的兴起逐渐侵蚀,其在全球能源格局中的独特地位正在削弱,直接威胁到

欧佩克产油国的原油出口利益。
第一,欧佩克的卡特尔地位持续衰落。 欧佩克曾经是全球最重要的原油出

口国集团,但在 2007 年至 2014 年油价高企的鼓舞下,全球各地都掀起了大规模

开发原油和非传统油气资源的浪潮,基本形成了“中东—中亚—俄罗斯”和北美

主导,非洲、拉美等地区为辅的“双轴多中心”供应格局。① 其中,北美原油产量增

长最快,美国在 2019 年底首次成为原油净出口国,俄罗斯、巴西等非欧佩克成员

国的原油产量也呈上升趋势。 然而,部分欧佩克国家的原油产量却出现疲态,多
个大型油田进入衰退期,使得欧佩克在国际原油市场中的影响力显著下滑。 欧

佩克对全球原油市场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受到综合国力更强、油气产量持续上升

的美国、俄罗斯等国的挤压,欧佩克地位的衰退使其自身的卡特尔特征逐渐

褪色。
第二,天然气对石油在化石能源领域的首要地位构成严重威胁。 相对石油

和煤炭,天然气污染更小,碳排放量相对较少,因此很多国家选择扩大天然气在

能源消费中的比例来替代石油,如欧盟委员会就将部分天然气项目列为“绿色投

资项目”。② 特别是北美“页岩革命”改变了化石能源供应的成本曲线和弹性,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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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前期成本和更短的投资周期使得页岩气对市场的反应更加灵敏。① 天然气

产量的快速增长为能源价格划定了天花板,极大缓解了国际市场对于“能源枯

竭”的焦虑。 与传统化石能源相比,未来页岩气成本可能会进一步压缩,产量也

有继续提升的空间。 天然气在气候环境影响和能源供应多元化上的优势让全球

原油消费增长预期降低,国际能源市场朝着不利于产油国的方向发展,部分开采

成本较高的国家受影响尤其严重。
第三,各主要消费国对欧佩克国家原油的依赖性也在下降。 2008 年金融危

机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原油需求增速降低,原油需求持续高速增长带来的市

场预期不复存在,国际原油市场总体呈“供大于求”的状况。 同期非欧佩克产油

国原油产量的迅速上升让主要消费国有了更多的合作选择,在谈判中居于相对

主动地位。 油价剧烈波动也让主要消费国认识到过度依赖进口原油会威胁到本

国能源安全,纷纷推出了旨在降低过高原油对外依存度的政策,大力推广天然气

等过渡能源和以太阳能、风能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 上述举动必将缓慢而持续

地削弱“油权”,让欧佩克国家的市场强势地位进一步滑落。
第四,一度低迷的油价让欧佩克国家经济受到重创。 欧佩克国家普遍经济

结构较为单一,石油行业是这些国家国民经济的支柱,原油出口收入是国家财政

的主要依托。 这种经济结构极易受到原油价格剧烈波动的影响,抗风险能力较

差。 一旦油价暴跌,就会发生严重的财政危机。 2014 年 6 月到 12 月,仅半年时

间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就下跌约 49 美元,跌幅高达 44%。② 油价暴跌令欧佩克

国家经济遭受重创,以沙特为例,2015 年沙特财政赤字高达 979 亿美元,2016 年

沙特财政赤字也达到了 790 亿美元。③ 除沙特外,2015 年至 2016 年,阿联酋、科
威特等产油国同样出现了严重的财政问题,经济增长明显放缓。 低油价对欧佩

克国家产生了强烈的负外部性,迫使欧佩克国家必须调整共同石油政策,以应对

低油价带来的剧烈冲击。
(二) 国际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

沙特是中东的区域性大国,欧佩克半数国家都位于中东地区。 2008 年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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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重创了全球经济,继而进一步影响了很多国家的政治稳定,中东地区受

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2010 年底爆发的
 

“阿拉伯之春”严重冲击了中东地缘政治

格局,引发了新一轮地缘博弈。 沙特国内虽然并未遭遇直接的严重挑战,但在后

续的地缘博弈期间,沙特却在与伊朗为首的什叶派阵营和以土耳其、卡塔尔为首

的亲穆兄会阵营的对垒中落入下风,使沙特在中东的权力地位相对伊朗、土耳其

等国有所下降。
第一,“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多国出现严重的政治动荡甚至爆发内战,中东

旧有的权力格局被打破。 为了抓住中东地缘格局重塑的机会,沙特采取主动出

击、多向干预的外交政策,反而让沙特在外交上屡屡受挫,几乎与所有区域大国

交恶,影响力大幅下降。① 沙特依托海合会在阿拉伯半岛建立的地区秩序明显衰

弱,导致沙特在海湾地区的主导地位出现衰落迹象。② 政治地位的衰弱进而损害

了沙特的原油出口利益。 沙特曾长期利用本国的区域主导地位和美沙同盟关系

控制欧佩克的共同石油政策,推动其他欧佩克成员国实行符合沙特经济利益最

大化的石油政策。 但随着沙特地区影响力相对下降,其在欧佩克内部的权威性

也受到损害,其他欧佩克产油国的自主性相对提升。 不同的产油国经济状况差

异巨大,原油生产成本也相差悬殊,如沙特等海湾国家生产成本仅约 9 美元 / 桶,
而委内瑞拉、尼日利亚等国则接近 30 美元 / 桶。③ 这种现实决定了各国对油价波

动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不同,因此沙特与其他欧佩克国家的石油政策偏好往往并

不一致。 沙特的衰弱激励了其他产油国反对沙特基于本国利益制定的统一石油

政策。 如 2018 年 12 月卡塔尔宣布退出欧佩克,摆脱欧佩克石油生产配额的限

制,卡塔尔能源大臣直接批评称“(卡塔尔的石油政策)被某个国家(沙特)管理

的组织(欧佩克)控制” ④。 这表明,沙特在欧佩克中的领导力明显衰退,沙特越

来越无力通过欧佩克影响其他成员国的石油政策,欧佩克已经不足以支撑沙特

实现原油出口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第二,对沙特国际地位至关重要的基于“石油美元”的美沙同盟在“阿拉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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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后也严重动摇。 1973 年石油危机后,美沙两国建立起将美元与石油交易挂钩

的“石油美元”机制,令原油的定价权和生产权分离。① 美国通过为沙特提供安全

保障来换取沙特对“石油美元”的支持与推广,经济利益和生存安全是美沙联盟

外交的两大核心议题。② 海湾战争后,沙特的生存安全焦虑极大缓和,经济利益

考量更加凸显:美国的产业优势和金融霸权离不开沙特原油的支持,沙特则在美

国的支持下巩固本国的欧佩克主导国地位,影响其他欧佩克国家的石油政策,通
过欧佩克来实现有利于维护本国原油出口利益最大化的政策,即通过追求经济

上合理的战略,优化其储量的长期价值,保护其市场份额,并保持油价稳定。③ 然

而,美沙之间的这种默契在 2008 年之后出现较大裂痕,主要原因在于美国重振国

内油气生产。 从奥巴马时期开始,美国原油产量不断提升,从 2008 年的 500 万

桶 / 日飙升到 2019 年的 1,229 万桶 / 日,④借助“页岩革命”成为全球最大的原油

和天然气生产国,形成了巨大的油气资源产业链。⑤ 特朗普时期,美国名义上几

乎实现了“能源独立”的目标,能源逐渐成为美国重要的国际权力和财富筹码。⑥

美国对沙特的原油需求明显降低,两国在石油供需上的互利共赢关系不复存在,
导致沙特在美国外交中的优先度急剧下降。 雪上加霜的是,美国不断增长的巨

额石油产量使其开始谋求在全球能源市场的优势地位,因而进一步扩大产能并

抢占沙特的市场份额。 美国成为游离于欧佩克之外的全球最大产油国之一,是
沙特在国际原油市场上的主要竞争对手。 美沙两国原油供需角色的重大变化让

旧有的美沙利益共同体受到根本性的冲击,这使得沙特不仅不能通过美沙同盟

来维护原油出口利益,也很难借用美国的力量来巩固自身在欧佩克的主导地位,
沙特的国际政治与石油经济影响力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外部能源结构、国际能源市场和地缘政治关系等外生条件的变化给沙特带

来了巨大的负外部性,致使沙特政治经济地位衰退的同时,更动摇了沙特长期主

导的欧佩克机制。 沙特既无法通过现有的欧佩克机制维持本国的原油出口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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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又难以在欧佩克中继续发挥主导作用,以较低的成本来说服其他欧佩克成员

国配合沙特的政策目标。 考虑到外生条件的变化,如果沙特希望继续保持以往

通过欧佩克获取的经济效益,减少负外部性带来的损失,甚至扩大经济效益,就
必须主动调整欧佩克政策,这一状况直接促成了沙特推动欧佩克经历了成立以

来最大的一次制度变迁,欧佩克扩大成为“欧佩克+”。

三、 沙特阿拉伯欧佩克政策的调整与影响

沙特阿拉伯欧佩克政策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从坚持以欧佩克为主

体、只将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的合作视为对石油市场剧烈波动的应激性反应,到主

动寻求建立“欧佩克+”机制,以实现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的机制化合作,是
沙特对外部条件巨变做出的理性反应和主动推动制度变迁的结果。

(一) 沙特欧佩克政策的调整

2014 年下半年,国际油价急剧下降,让沙特面临空前严重的威胁,出口收入

和市场份额同时受到重创。 在保油价和保市场份额的抉择中,沙特选择了优先

保证市场份额。 沙特时任石油大臣阿里·纳伊米(Ali
 

al-Naimi)明确表示“无论

油价下跌多少,减产都不符合欧佩克的利益” ①。 在沙特的带动下,欧佩克延续

2008 年以来的原油生产政策,试图通过低油价来维护市场份额,将北美页岩油厂

商“挤出”市场。 这种决策让国际油价持续下跌至 27. 88 美元 / 桶(2016 年 1 月价

格)。 超低油价引发了北美第一次“页岩危机”,一批页岩油气企业倒闭,能源行

业大幅裁员。② 然而,北美页岩油气行业虽然遭受重创,却并没有被“挤出”市场,
欧佩克国家反而由于油价走低遭受了严重的经济损失。③

2016 年,巨大的经济压力让沙特承认欧佩克的“扩产保市”行动失败,沙特的

欧佩克政策转向“减产保价”,并采取了一系列配套措施,促使欧佩克最终转型成

为“欧佩克+”。
第一,沙特主动调整国内各项政策,以适应“减产保价”的新需求。 政策调整

主要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沙特将石油部改组为权力更大的能源、工业与矿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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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部,控制沙特全国 53%的经济产出,以集中权力、统一决策,消除过去石油部、
电力部、商务部等部门间的相互掣肘和权力竞争,①并任命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董

事长哈立德·法利赫(Khalid
 

al-Falih)兼任能源大臣,打通政府与阿美石油间的

关系。 即使在 2019 年再次拆分能源部后,新的能源部权力仍然远大于过去的石

油部。 其次,沙特政府将能源决策的权力集中在王室手中。 2019 年 9 月萨勒曼

国王的儿子阿卜杜·阿齐兹·本·萨勒曼·阿勒沙特(Abdulaziz
 

bin
 

Salman
 

Al
 

Saud)担任能源大臣,成为首位担任能源大臣的沙特王室成员,地位远高于前任

大臣,有利于排除不同意见,减少政策内耗,保证沙特石油政策的调整能够更加

顺畅地推行。 再次,沙特积极推动阿美石油首次公开募股( IPO)进程。 沙特阿美

于 2019 年 12 月 11 日成功上市,创下了有史以来最高的 IPO 金额记录,为沙特带

来巨额收入。 沙特阿美 IPO 的收入将流入全球规模最大的主权基金———沙特主

权财富基金,从而极大改善了沙特的财政状况,一定程度上缓解减产带来的经济

损失,为必要的额外减产和补偿措施提供政策空间。 最后,2016 年沙特推出

“2030 愿景”(Vision
 

2030)规划,逆势扩大对石油行业上下游的投资,维持原油

生产与出口能力,扩张石油炼化能力,沙特阿美公司计划在石油行业投资 3,340
亿美元来保证沙特的优势地位不被动摇。② 此外,“2030 愿景”还提出了扩大天

然气生产,完善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能源工业本土化等计划。 沙特希望通

过大规模投资的方式维持和提升本国能源行业竞争力,③以期在“欧佩克+”长期

保持相对优势,巩固沙特在能源出口国中的主导地位。
第二,沙特努力弥合欧佩克内部分歧,统一欧佩克内部意见来推广沙特的政

策调整,维护沙特的权力优势。 2016 年 4 月,在沙特的组织下,欧佩克和部分非

欧佩克产油国在多哈达成不再额外增产的共识,在此基础上争取实现减产。 然

而,伊朗强烈反对冻产并且缺席了多哈谈判,伊朗时任石油部长比詹·纳姆达

尔·赞加内(Bijan
 

Namdar
 

Zangeneh)坚持要求增加产量来获得“应有的市场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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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同时要求其他海湾国家减产。① 2016 年 11 月,时任沙特能源大臣法利赫调

整了对伊朗的强硬政策,通过给予伊朗额外生产份额的方式作为妥协赢得了伊

朗的支持。 沙特还通过生产份额分配和额外援助补偿等方式说服伊拉克和利比

亚接受减产方案。 “欧佩克+”机制建立后,卡塔尔成为新的反对者。 沙特与卡塔

尔政治关系交恶也导致了两国的能源关系恶化,卡塔尔前首相哈马德·本·贾

西姆(Hamad
 

bin
 

Jassim) 直言“欧佩克已经毫无用处,且有损卡塔尔的国家利

益” ②。 沙特对卡塔尔的“反抗”行为采取了严厉的弹压政策。 2017 年 6 月起,沙
特带领其他中东国家与卡塔尔断交,对卡塔尔施加制裁与封锁,卡塔尔则于 2018
年 12 月宣布退出欧佩克。 卡塔尔在石油生产领域的地位相对次要,因此它的退

出并不会显著削弱“欧佩克+”的力量。 卡塔尔所遭遇的强力打压让沙特实现了

“杀鸡儆猴”的目的,巩固了沙特的主导地位,让欧佩克各国基本接受了沙特主导

的共同石油政策。
第三,沙特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加强协调,实现合作。 早在 2014 年

底,沙特就因首次出现财政赤字问题而寻求减产,与主要的非欧佩克产油国俄罗

斯与墨西哥进行沟通,但并未达成减产协议。 2016 年,俄罗斯在西方制裁和油价

低迷的双重压力下,国民经济遭受重创,从而改变了拒绝削减产量的态度,对沙

特的减产愿望给予积极回应。 沙特则在维持“冻产”的同时试探性地提出 100 万

桶 / 日的减产计划,但要求俄罗斯等国加入减产。③ 2016 年 9 月,沙特与俄罗斯两

国元首在 G20 杭州峰会期间会晤,双方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不排除在未来实现

减产”,并提出建立能源战略伙伴关系。④ 至 2016 年 12 月 10 日,以沙特和俄罗

斯为首的产油国正式建立了
 

“欧佩克+”机制,并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首次

产量调整。 沙特与俄罗斯的合作是“欧佩克+”机制成立的基础,“欧佩克+”也正

是在俄沙协调的基础上建成的新的产油国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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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坚持“扩产保市”到建立“欧佩克+”实施“减产保价”,欧佩克的原油生产

政策在短短几年间发生了重大转变。 截至 2022 年 3 月,“欧佩克+”先后发起过 3
次共同减产行动,特别是 2020 年 4 月 12 日“欧佩克+”第 10 次部长级会议上达

成了高达 970 万桶 / 日的历史性减产协议。 “欧佩克+”成功实施多次联合减产行

动后,全球油价止跌回升,大大缓解了欧佩克国家的财政危机,证明了“欧佩克+”
的有效性。 作为欧佩克主导国,沙特在这种政策转变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欧佩克石油政策的转变本质上是沙特石油政策的转变,是作为欧佩克主导国的

沙特将自身的政策倾向与意志施加给欧佩克其他国家的结果。
(二) 沙特欧佩克政策调整的影响

作为欧佩克的主导国,沙特既为维护欧佩克的稳定运行做出了重大的贡

献,也因此积累了“制度性权力” ,能够利用欧佩克来实现沙特本国的意志与利

益。 沙特欧佩克政策的调整,出发点在于维护沙特本国的原油出口利益。 旧的

欧佩克不足以维护沙特的原油出口利益,而建立“欧佩克+”机制则被沙特视为

维护原油出口利益的可行路径。 为弥补严重受损的原油出口利益,主动让渡部

分权力来换取俄罗斯等国的加入与配合成为沙特新的欧佩克政策选择。 在这

种政策驱动下,沙特与俄罗斯等国共同建立“欧佩克+”机制,产生了一系列的

影响:
第一,“欧佩克+”机制显著降低了沙特的经济负担,改善了沙特的财政状况。

沙特主动调整欧佩克政策,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国家分享权力,共同分担维持

“欧佩克+”机制的运行成本。 虽然为欧佩克引入新的矛盾,如 2020 年 3 月沙特

与俄罗斯爆发“油价战”,一度造成“负油价”,但两大国很快达成和解,共同推出

“历史性减产”方案,可见“欧佩克+”机制降低了沙特协调与俄罗斯等国关系的

成本。 沙特抓住俄沙关系回暖的宝贵机会,以较低成本说服俄罗斯共建“欧佩

克+”,将俄罗斯纳入“欧佩克+” 体系内,不仅获得了对俄罗斯石油政策的影响

力,还可以借助俄罗斯的力量说服其他欧佩克成员国,也显著降低了沙特说服其

他成员国接受沙特的意见、维持“欧佩克+”团结的成本,有利于维护沙特的原油

出口利益。
第二,沙特通过“欧佩克+”机制有效约束了其他产油国的行为,巩固了沙特

在“欧佩克+”的主导地位。 沙特一手推动并以欧佩克主导国的角色建立“欧佩

克+”机制,提升了沙特对其他产油国的影响力,有效约束了部分产油国的“搭便

车”行为。 2020 年 5 月,“欧佩克+”履约率高达 92%,早期履约情况不佳的伊拉

克、安哥拉等国也在获得沙特等国的补偿承诺后达到了较高的履约率。 特别是

最大的“搭便车者”之一俄罗斯加入“欧佩克+”机制,成为“欧佩克+”的主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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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虽然俄罗斯时常回避减产义务、拒绝扩大减产,①但俄罗斯加入“欧佩克+”
也拉高了俄罗斯采取自行其是的石油政策的成本。 在“欧佩克+”成立后的几次

联合减产中,俄罗斯总体维持了良好的履约率,提升了“欧佩克+”机制的减产行

动效果。
 

第三,通过“欧佩克+”机制,沙特等产油国对国际原油市场的影响力显著提

升。 相比于欧佩克,“欧佩克+”有更高的原油产量和可调节产量。 欧佩克的可调

节产量对稳定油价发挥着关键的作用。② 通过扩容,“欧佩克+”成员国的市场份

额从 34. 7%提高到 54. 1%。③ 更高的市场份额让“欧佩克+”在国际原油市场中

的博弈能力明显提升,也让沙特等产油国不再受制于美国,能够基于自己的经

济利益考虑来制定产量政策。 2018 年至 2022 年间,美国多次要求“欧佩克+”
加快增产,以缓解高油价给欧美国家带来的经济负担,但遭到“欧佩克+”的拒

绝,坚持按照原定计划调节产量。 “欧佩克+”带来的市场影响力也相对削弱了

非“欧佩克+”产油国。 在 2020 年的历史性减产中,“欧佩克+” 成功借助集体

力量说服美国、加拿大和挪威等非“欧佩克+”国家加入减产,全球主要原油出

口国几乎全部做出减产承诺。 无论从减产量还是参与国家数来看都前所未有,
究其原因也离不开拥有全球过半原油产量的“欧佩克+”机制在减产谈判中的

优势地位。
第四,“欧佩克+” 机制相对削弱沙特的政治地位。 从根本上来说,“欧佩

克+”机制对沙特的有利影响都源于沙特的权力让渡。 虽然这种让渡有助于改善

沙特的内政外交情况,也有着因国际形势变化而迫不得已的一面,但客观上仍然

会削弱沙特的政治地位。 “欧佩克+”机制形成了沙特和俄罗斯“双核心”的权力

格局,沙特的主导地位受到明显动摇,在“欧佩克+”共同石油政策的磋商中必须

充分听取俄罗斯的意见,与俄罗斯共同做出决策,而不能单方面将沙特的石油政

策强加于欧佩克其他成员国。 “油权”是沙特的主要权力来源,欧佩克则让沙特

成为主要产油国的代表,使沙特成为国际政治议程中不可忽视的区域性大国。
但“欧佩克+”成立后,沙特作为产油国集团唯一主导国的地位不复存在,让沙特

的权力明显下降,政治地位相对削弱。 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沙特对其他中东国家

的影响力下降,沙特以外的中东国家政策自主性明显提升,围绕地区主导权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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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剧。 除卡塔尔以外,沙特甚至与传统盟友阿联酋摩擦频发,伊拉克、约旦和埃

及等国也在建立新的不包括沙特的合作机制。① 沙特政治地位下降既让阿联酋

等国看到挑战沙特的可乘之机,也让伊拉克等国对沙特在地区事务中的主导地

位产生怀疑。

四、 沙特阿拉伯欧佩克政策与“欧佩克+”前景展望

尽管国内政治博弈和国际政治变动因素对沙特的欧佩克政策存在一定影

响,但从结果上来看,这些自变量的影响最终仍然体现在沙特原油出口利益

上。 沙特的欧佩克政策目标一以贯之,即保证沙特原油出口利益最大化。 为

此,沙特不断调整欧佩克政策,并以主导国身份促使欧佩克不断变迁,通过欧

佩克来维护沙特的原油出口利益。 与此同时,由于沙特是“欧佩克+”机制的主

导国之一,“欧佩克+”机制的前景主要取决于沙特对于原油出口利益的评估。
未来新的外生条件变化仍然可能导致沙特政策的调整,直接影响到“欧佩克+”
机制的未来。

第一,迄今为止,“欧佩克+”机制的历史性减产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减产叠

加地缘冲突加剧、各国经济活动陆续重启、气候变化造成极端天气更加易发等因

素的影响,2022 年国际原油价格一度突破 100 美元 / 桶大关,②表明团结的“欧佩

克+”有能力通过产量调节来影响油价,以满足各原油出口国的利益要求,也极大

缓解了各成员国严峻的财政问题。 因此,沙特对“欧佩克+”机制持积极态度,愿
意满足其他产油国的额外要求,以维护“欧佩克+”成员国的共同利益。 然而长期

来看,国际原油市场几乎不可能维持如此高的油价。 “欧佩克+”机制自建立至今

不到六年,虽然经受住了新冠疫情下油价剧烈波动的历史性考验,但能否长期维

持机制的有效性还需要时间来考察。 “欧佩克+”机制能否在后疫情时代将油价

稳定在符合大多数成员国期待的区间,保持对美国等非“欧佩克+”国家的原油生

产政策影响力,挤压页岩油气等非传统油气资源的市场份额,仍然面临诸多不确

定性。 “欧佩克+”未来表现出的油价调节能力将直接影响到沙特对“欧佩克+”
的政策取向。 只有“欧佩克+”被证明是一项能够有力维护沙特原油出口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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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才能让沙特确信“欧佩克+”比欧佩克更有利于获取经济利益,有意愿承担

维护“欧佩克+”团结、保障“欧佩克+”能力的必要成本。 相反,如果“欧佩克+”的

能力不足,沙特的政策也可能会重新转向消极,回到以欧佩克为主、辅以与非欧

佩克产油国达成临时性产量调整安排的政策取向。
第二,“欧佩克+”成员国间的关系,尤其是沙特与俄罗斯的关系前景,也是对

沙特“欧佩克+”政策影响巨大的外生条件。 虽然俄沙两国已经建立起机制化的

合作关系,但沙特与俄罗斯的关系并不稳定。 2020 年 3 月的“油价战”暴露了两

国合作关系的脆弱性,两国在本质上仍然是国际原油市场的竞争对手。 沙特与

俄罗斯的结合被称为“流于形式的幸福婚姻” ①。 两国曾经长期敌对,在中东事务

上分歧巨大,在能源政策上也存在明显不同,俄罗斯国内更存在着以俄罗斯石油

公司总裁伊戈尔·伊万诺维奇·谢钦( Igor
 

Ivanovich
 

Sechin)为代表的强大势力

极力反对“欧佩克+”机制。② “欧佩克+”机制的前景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两大主导

国的关系与意愿,稳定的俄沙关系是维持“欧佩克+”机制存续并发挥作用的基

石,③任何一方的退出或者双方关系恶化都会导致“欧佩克+”的崩溃。 这种情况

一旦发生,沙特的“欧佩克+”政策可能会转向消极,回归成员国数量更少、同质性

更强的欧佩克。 虽然欧佩克的能力不及“欧佩克+”,但沙特与欧佩克其他国家相

比,在资源禀赋和综合国力上的悬殊差距决定了沙特的天然优势地位。 沙特更

可以重新把欧佩克作为与俄罗斯对抗的武器,通过联合行动来降低与俄罗斯对

抗的成本。
第三,从更大的战略角度来看,全球能源转型正处在加速区间,可再生能源

蓬勃发展,天然气、核能等低碳能源更加受到重视,石油在国际能源市场中的地

位在缓慢而持续地衰弱。 截至 2022 年 8 月底,“欧佩克+”机制仍然只是一个减

产联盟,本质上只是扩大版的欧佩克,它带来的变化局限于国家数量和市场份额

增加的量变,无力改变全球能源转型的大趋势。 在全球能源转型的背景下,原油

储产量为产油国带来的“油权”持续衰落,未来“欧佩克+”机制可能难以保障沙

特和其他成员国的原油出口利益,而美国等外部主要产油国也几乎不可能加入

“欧佩克+”。 因此,“欧佩克+”机制很可能重现欧佩克的困境。 这种情况下,沙

·801·

①

②

③

 

Mikhail
 

Krutikhin
 

and
 

Indra
 

Overland,
 

“OPEC
 

and
 

Russia:
 

A
 

Happy
 

Pro
 

Forma
 

Marriage,”
 

in
 

Dag
 

Harald
 

Claes
 

and
 

Giuliano
 

Garavini,
 

eds.,
 

Handbook
 

of
 

OPEC
 

and
 

the
 

Global
 

Energy
 

Order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Challeng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p.
 

248.

 

Emre
 

Gurkan
 

Abay,
 

“ Cooperation
 

with
 

OPEC
 

‘ Meaningless’:
 

Rosneft
 

CEO,”
 

Anadolu
 

Agency,
 

March
 

21,
 

2020,
 

https: / / www. aa. com. tr / en / economy / cooperation-with-opec-meaningless-
rosneft-ceo / 1774122,上网时间:2021 年 12 月 5 日。

 

Daniel
 

Yergin,
 

The
 

New
 

Map 
 

Energy,
 

Climate,
 

and
 

the
 

Clash
 

of
 

Nations,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20,
 

p.
 

288.



沙特阿拉伯的欧佩克政策: 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阐释

特将面临两难抉择:是继续支付更大的经济成本,如主动进行额外减产、为其他

产油国提供减产补偿等来维持“欧佩克+”的团结,尽可能保证产量调整带来的经

济效益? 还是放弃
 

“欧佩克+”,不再承担维持“欧佩克+”共同石油市场政策的成

本,采用单方面的原油出口收入最大化策略来保证经济利益? 沙特的两种抉择

将直接影响“欧佩克+”机制的前景:或在沙特的努力下继续维持运转,或因沙特

的利己动机而被抛弃。 这将取决于全球能源转型的进程和沙特对原油出口利益

的评估。

五、 结语

欧佩克的创立寄托着广大亚非拉产油国尝试从发达国家大型跨国石油公司

手中夺回原油定价权的期望,并在 1973 年石油危机中得偿所愿。 如今,欧佩克随

着国际能源市场的变迁而几经调整转型,走向规模更大的“欧佩克+”机制。 在此

过程中,作为主导国的沙特充当着舵手的角色,不断调整本国的欧佩克政策,进
而带领欧佩克进入“欧佩克+”阶段。 快速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显著改变了

国际能源市场的状况,旧的欧佩克机制不足以维护沙特原油出口利益最大化的

目标,也让欧佩克扩员的阻力下降。 经过经济理性的评估,沙特选择以让渡部分

权力为代价,建立涵盖国家更广的“欧佩克+”机制,通过历史性的联合减产行动

让产油国安然度过了新冠疫情引发的油价危机。
在全球能源转型加速的大趋势下,通过原油出口建立的“油权”被逐渐削弱

几成定局。 伴随石油占全球能源消费比例的不断降低,无论是欧佩克和“欧佩

克+”都难逃缓慢衰落的命运。 中短期内,在沙特和其他严重依赖原油出口收入

的“欧佩克+”成员国的经济目标驱动下,“欧佩克+”机制仍可能继续进行变革与

转型,以最大限度地维护成员国特别是主导国沙特和俄罗斯的利益。 围绕原油

出口国与消费国、石油和替代能源的博弈还将持续,沙特的政策抉择与“欧佩

克+”机制的未来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责任编辑: 赵　 军　 责任校对: 李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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